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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态文明：数智时代破解“杰文斯悖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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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宏观历史视角出发，该研究系统梳理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杰文斯悖论”的演化脉络，并将其划分为

4个递进的发展阶段（1. 0 — 4. 0），提出人工智能（AI）时代“杰文斯悖论”的新形态。具体而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形成了以“蒸汽机技

术-煤炭应用”为核心关系要素的“杰文斯悖论”1. 0 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演进为以“电气化-多元能源”为核心关系要素的“杰文

斯悖论”2. 0阶段；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则呈现出以“信息技术-能耗全球化”为核心关系要素的“杰文斯悖论”3. 0阶段。立足数智时代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要求，该研究构建了以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AI-CO2）为核心关系要素的“杰文斯悖论”4. 0阶段分析框

架。通过融合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以及佩蕾丝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理论，研究发现：技

术-经济范式内部的协同障碍是“杰文斯悖论”形成的结构性诱因，而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的结构性错配则是悖论固化的制度根

源，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绿色技术创新的强度与效能、清洁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低碳产业体系的构建与规模、碳交易制度的完善

与约束力，以及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形成与表达。以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该研究进一步阐释了“数字生态

文明”这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所蕴含的中国智慧。研究指出，通过数字化变革能源结构、智能化对冲规模效应、融

合化促进模式转型、体系化创新治理机制，能够为破解“杰文斯悖论”提供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从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构建适配新

型生产关系、培育绿色人工智能社会风尚、参与并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数智时代破解“杰文斯悖论”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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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与能耗总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

系，是能源经济学与绿色发展领域的经典命题。19 世纪

中叶，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在《煤炭问题》中指出，蒸

汽机技术大幅提升了煤炭利用效率，但英国的煤炭总消费

量却不降反升，即效率提高并未减少消费，反而因成本降

低刺激了需求扩张。这一现象被概括为“杰文斯悖论”［1］，

也成为能源回弹效应的早期理论雏形［2-3］。该规律并非偶

然，而是深度嵌入历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演进之

中。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到信息化时代，每一次能效的

飞跃，都伴随着主导能源消费规模的阶段性扩张。能效进

步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往往催生规模更大、能耗更高

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

演进的当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主导的数智经

济时代，使得“杰文斯悖论”呈现出新的形态。据国际能源

署报告，近年来全球数据中心与算力需求能耗持续攀升，

2022 年全球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的耗电量已

达 460 TW·h，约占全球总能耗的 2%［4］。生成式人工智能

如 GPT-4 的单次训练能耗亦十分惊人［5］。与此同时，算力

效率仍遵循“摩尔定律”实现指数级提升，显著降低单次计

算的边际成本，进而推动全社会数据存储、传输与处理需

求爆发式增长，形成“数字工具效率提升→数字产品与服

务成本下降→社会需求扩张与应用泛在化→总能耗与隐

含碳排放攀升”的循环［6-7］。“杰文斯悖论”由此进入以高算

力能耗与复杂供应链隐含碳排放为特征的新阶段［8］。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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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关注的是，数字技术本身也可能为缓解这一问题提供思

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在优化能源系统调度、提升

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赋能全产业链节能降碳等方面展现

出显著潜力［4，9-11］。因此，深化对“杰文斯悖论”在新时代

下的学理探究与实践审视，提出破解“杰文斯悖论”4. 0 的

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既是对这一经典规律的理论检验与

发展范式更新，也有助于科学把握数智技术对绿色发展的

“双刃剑”效应，对推进系统性破解数智经济时代“杰文斯

悖论”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　文献述评

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献主要分为两方面：第一方

面，聚焦于“杰文斯悖论”的理论演进、技术背景下的表现

差异、内在机制及实证研究。自凡勃伦［12］、马歇尔［13］、熊

彼特［14］分别从社会消费心理、市场机制及历史进程等视

角奠定其经典论辩基础以来，如“炫耀性消费”催生高耗

能文化、“市场弹性”部分抵消能源回弹效应、技术革命通

过“创造性破坏”突破能源约束等，后续研究系统阐释了

该悖论背后的“能源回弹效应”机理，并将其分解为直接、

间接与整体效应，以及替代、收入与规模效应等传导机

制［15-19］。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能源回弹效应的普遍存

在，但其强度因研究方法、地域、时期、能源种类与技术类

型而异［18，20-23］。例如，在居民用电、私人交通等领域直接

回弹效应往往较为显著，而在工业部门则因成本结构复

杂而回弹效应可能较小甚至为负。随着数字经济兴起，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复杂非

线性关系，“数字能源回弹效应”或“数字碳回弹效应”亦被

证实［6］，研究视角正从传统的“能源悖论”向更综合的“碳

悖论”拓展。第二方面，集中于数字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

与实践框架。学术界对其内涵的界定仍在讨论中，大致可

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理解侧重工具层面，视数字生

态文明为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监测、治理、保护与修复

全过程的数字化手段［24］；广义理解则将其上升为一种新

的文明形态，认为是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深度融合的产

物，不仅体现为技术工具创新，更意味着新发展理念、经济

模式、社会结构与价值伦理的深刻变革，旨在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8，25］。尽管存在分歧，但普遍共识是

数字生态文明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价值［26-28］。相关研究也从绿

色新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大数据体系、产业数字化与绿

色化协同转型、数字化治理体系及生态文化传播等方面

提出了实践框架［8，29-30］。同时，也有学者指出，由于生态

伦理失范、技术理性泛滥等原因，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在主

体协同、技术赋能与治理效能等方面仍面临挑战［29，31-34］。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仍有深化空间：一是研究视角有

待拓展，多数分析仍局限于“技术进步‒能源效率‒能源消

费”的传统范式，尚未实现从“能源悖论”到“碳悖论”的批

判性超越，缺乏在碳治理视域下对数智经济时代“杰文斯

悖论”生成逻辑与演化特征的深入剖析。二是理论机制有

待深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回弹效应的实证测度与渠道分

解，或仅从生产力（技术）或生产关系（制度）单一视角展

开，少见从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适应性匹配的辩证

统一视角，对悖论形成的深层次制度根源进行系统分析。

三是实践路径有待系统化，面对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浪

潮，如何统筹其带来的绿色发展机遇与能源气候挑战，尚

缺乏兼具系统性、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与实施方案。

2　工业革命演进下的“杰文斯悖论”阶段特

征与形成原因解释

2. 1　“杰文斯悖论”的工业革命阶段特征

“杰文斯悖论”的表现形态，紧密跟随主导性通用技

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的变迁而演变，每一

次工业革命都重塑了其作用场景和复杂性。第一次工业

革命以蒸汽机为标志，蒸汽机效率的提升虽然降低了单

位产出的能量成本［35］，却通过驱动纺织、采矿等行业的规

模扩张及铁路网络的广泛建设［36-37］，最终导致英国煤炭

消费量的增速远超人口增长，推动了机械化大生产的同

时，能源效率提升与资源消耗总量扩张的正反馈机制得

以强化，形成了以“蒸汽机技术-煤炭应用”为核心关系要

素的“杰文斯悖论”1. 0 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

为核心，作为一种二次能源，电力转换和传输效率远高于

蒸汽动力，在提升能源转换与使用效率的同时，还扩大了

照明、电动机、家用电器等新需求，并催生了电化学工业

等新兴产业，使能源消费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扩大

了全社会能耗总量［16］，形成了以“电气化-多元能源”为核

心关系要素的“杰文斯悖论”2. 0 阶段。第三次工业革命

的信息化浪潮，通过智能电网与数字化精细管理提升能

效［38］，但其自身基础设施（如数据中心、通信网络等）也成

为巨大能耗源［39］，还通过降低全球交易成本、刺激数字服

务扩张来促进能源需求的全球化扩散［21，40-42］，进而形成了

以“信息技术-能耗全球化”为核心关系要素的“杰文斯悖

论”3. 0 阶段。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与产业变革，正加速推动“杰文斯悖论”转向以“人工智

能-碳排放”（AI-CO2）为核心关系要素的 4. 0 新阶段。对

人工智能的环境影响分析，不能仅局限于传统能源的供

需方面，而是需要引入能源结构因素，综合考虑碳排放这

一核心生态要素，将可再生能源以及绿电等零碳能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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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纳入其中，将研究视野从能源悖论转向影响更加深刻

的“碳悖论”领域，这不仅有助于拓展“杰文斯悖论”的理

论视野，也是“双碳”目标下的重大实践要求。究其原因，

人工智能与清洁能源的深入融合，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社

会格局，通过构建智能化、去中心化的新型能源系统，并

利用超短期预测、智能调度等技术显著提升系统效率与

韧性，对碳足迹产生深远影响［43］。借助经典回弹效应理

论可以对“杰文斯悖论”4. 0 阶段的新特征进行解释。直

接回弹效应方面，AI 算力需求的增加遵循摩尔定律，伴随

着数据量和参数的增加而呈指数级增长，对建设更大规

模数据中心、更先进的芯片制造厂产生了巨大投资需求，

将显著促进直接能耗与隐含碳排放水平攀升［44］。间接回

弹效应方面，AI 通过大幅度降低智能服务的边际成本，将

迅速拓展全新应用场景和激发新的消费模式，导致节能

效应被部分或全部抵消［45］。比如，虚拟现实、个性化 AI
助理以及自动驾驶等技术应用，都将消耗大量能源，提高

碳排放水平。系统回弹效应方面，AI 通过发挥规模报酬

递增和网络效应的作用，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扩大

生产规模的同时［46］，还可能导致技术红利的全球分配不

均衡。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可能利用 AI 率先实现产业升

级和碳排放脱钩，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被锁定在高碳制

造环节和建设高耗能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这

加剧了全球碳治理的“中心-边缘”格局。

2. 2　“杰文斯悖论”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

2. 2. 1　形成机制

科学解释“杰文斯悖论”的形成机制，是破解悖论的

前提。既有研究多遵从市场经济的解释逻辑，利用能源

供需、价格弹性、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等概念开展分析，

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缺乏对其思想渊源与动因的

深层次挖掘。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一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免费礼物”假设的早期反

思。古典政治经济学虽奠定了市场效率分析的基础，但

通常将自然资源视为“免费的礼物”，未将其综合价值纳

入经济核算体系［47-48］。杰文斯认为，在纯粹的市场逻辑

下，资源稀缺性的真实社会成本被系统性低估，煤炭虽然

开采成本低，但若长期忽略资源的稀缺性会推动边际成

本上升，对自然资源免费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二是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为理解这一悖论提供

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49］。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下，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服从于资本增殖目标，效率提升被

异化为扩大再生产、追求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并且这一

效率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微观层面，而非社会总资源的节

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50］所言：“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

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

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

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

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

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这

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决定了利润率会随着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呈现下降趋势。为了抵消这一趋

势，资本需要不断积累并扩大生产规模，进而驱动了资源

消耗的无节制增长。

三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揭示了突破悖论的可

能路径。他认为，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能够催生新的技术-
经 济 范 式 ，从 而 重 构 整 个 社 会 的 生 产 、消 费 与 组 织 方

式［14，51］，这为打破传统高耗能的生产-消费循环提供了结

构性的转型机会。然而，新范式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转

型，取决于产权、规制等社会制度能否及时、有效地与之

匹配。若知识产权制度倾向于激励短期套利，金融制度

偏好高碳资产，社会价值观崇尚物质主义消费，那么，新

技术应用可能在提高资源开采与利用效率的同时，加剧

能源消耗与环境压力，强化“杰文斯悖论”［52］。

四是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协同理论

为此提供了系统的阶段分析框架［53］。在技术革命“导入

期”，金融资本狂热追逐新技术概念，但传统范式的社会

制度框架滞后于技术扩散，无法有效评估、引导与约束新

技术应用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比如，对数据中心能

耗、人工智能算法碳足迹、平台经济导致的能源消耗等，

短期内缺乏适应性的衡量标准和监管制度。从“导入期”

过渡到稳定的“展开期”，关键在于建立与新范式相匹配

的监管框架、分配机制和产业政策，唯有如此，技术的生

产性潜力才能被充分释放，并转向更包容、更可持续的发

展方向。比如，通过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数字产品碳

足迹核算监测制度，并实现其与碳交易市场的有效衔接，

是数智时代完善适应性企业碳减排激励制度，促进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

综合上述理论，对“杰文斯悖论”生成与演化的深层

次制度分析，须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来

理解。一方面，从生产力视角看，生产力系统内部协同障

碍与系统性摩擦，是诱发并加剧“杰文斯悖论”的重要结

构性成因。这也表现为技术-经济范式内部要素的协同

障碍。新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过程，体现了通用技术、

互补性技术体系、产业组织与要素结构的系统性重组［54］，

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若生产力系统内部要素协

同不足，便会提高系统的整体能耗。具体表现在以下 3 个

方面。

一是通用技术与互补技术发展不协同。数智技术能

效提升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绿色数据中心、高能效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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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灵活低碳能源网络等互补技术的有效支撑［55］。在转

型初期，新旧技术并行，试错成本高，滞后的配套基础设

施会导致技术应用的边际收益递减。

二是新旧生产要素错配与“A⁃J 效应”（Averch⁃John⁃
son Effect）风险。“A⁃J 效应”反映了政府价格管制通过扭

曲企业投资和生产决策，引发的资本过度投入和生产效

率损失效应。数字技术-经济新范式要求实现数据、算法

等新型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能源等传统要素的优化重

组，但数据产权、定价与交易等基础制度不完善导致要素

市场扭曲［56-58］。这也使得人工智能应用偏向于资本对劳

动的替代，而非优化整体生产函数与能源代谢路径，企业

倾向于过度使用高耗能 AI 算力等“便宜”的要素，可能诱

发资源错配的“A⁃J 效应”［59］，导致宏观能效下降。

三是技术应用与绿色转型目标脱节。数字化、智能

化本身并不自然导向绿色化［60］。在钢铁、水泥、化工等传

统高耗能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常面临着改造成

本高、人才短缺以及组织变革滞后等障碍，导致绿色技术

供给无法满足产业减排的需求。

另一方面，新技术-经济范式与既有社会制度的结构

性不匹配，构成了“杰文斯悖论”生成与固化的根本制度

性根源。根据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61］，技术进步方向受

市场信号和制度框架引导。若制度未能将生态环境成本

充分内化，效率提升便可能被异化为刺激总需求扩张的

工具。这种深层次的不匹配后果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制度缺位引发能耗反弹。根据“生产率悖论”理

论［62］，由于匹配性制度的缺失，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

的宏观生产率提升效果，往往滞后于微观层面生产效率

改进。这意味着，数字技术的宏观节能效益，需要配套的

制度性投入（如绿色标准、碳核算认证、生态监管等）、组

织流程再造与管理模式变革才能实现。缺乏这些协同，

容易陷入“有先进技术、无减排实效”的困境［63］。历史经

验也表明，制度缺陷会显著放大技术进步的能源回弹效

应，例如，英国蒸汽时代因矿产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曾

引发“采富弃贫”的掠夺式开采，效率提升反而刺激了更

大量的煤炭资源总消耗［64］。

二是金融与投资制度的短期化导向。当前金融市场

对 AI 等前沿技术的投资情绪复杂、趋于短视，往往热衷于

易估值、快退出的应用领域，而对需要长期投入的底层绿

色算力基础设施、基础算法能效优化等领域的投资仅限

于某些大厂，政策性支持力度有待加强。这种资本配置

的扭曲，可能使得技术发展路径偏离可持续方向。

三是全球治理碎片化会放大外部性。当今世界，主

要经济体的人工智能治理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欧盟侧重

于算法透明与权利保护，美国推行“创新优先”的行业自

律模式，中国则倡导“安全可控”的包容性治理［65］，而且还

面临着能效标准、碳足迹核算等制度协调不足的问题，显

著放大了 AI 的碳排放负外部性。

2. 2. 2　影响因素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其碳

减排效应并非线性或单向的，而是呈现出显著的双重性

与复合性。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的最终环境影响取决于

其产生的节能效应与所引发的回弹效应之间的动态权

衡。核心判定条件在于两种效应的力量对比：当人工智

能技术进步带来的节能效应（通过提升能源效率、优化流

程管理等方式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与排放）超越其规模

效应（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催生新应用、刺激经济增长而

导致能源总需求扩张）时，“杰文斯悖论”将被削弱甚至避

免，从而实现净减排；反之，若规模效应压倒节能效应，则

会导致总碳排放不降反增［52］，形成典型的“杰文斯悖论”

4. 0。根据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这一均衡结果并非预先注

定，而是受到一系列关键外部约束条件的非线性交互作

用所塑造。从关键影响因素来看，人工智能的碳减排效

应受多重外部条件的非线性交互作用所塑造，以下系统

梳理五大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现实制约性。

一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强度与效能。绿色技术创新是

直接放大人工智能节能效应、对冲其规模效应的核心驱

动力。理论上，更高效的算法、更节能的硬件以及更完善

的系统能效管理方案，能够显著降低人工智能训练与推

理过程的单位算力能耗，从而提升全社会的能源利用效

率，削弱经济增长对能源投入的依赖，缓解“杰文斯悖

论”［14，51］。然而，当前绿色人工智能创新遇到多重瓶颈，

制约了其潜能释放：第一，算法层面的能效挖掘不足。许

多模型开发仍过度依赖算力与数据的“暴力”堆砌，未能

充分挖掘算法架构本身的深度节能潜力。第二，硬件能

效提升面临物理极限约束。传统 GPU 等计算芯片的能耗

增长已接近物理极限，而量子计算、神经形态芯片等颠覆

性低碳硬件技术尚处于实验室或早期应用阶段，规模化

商用路径尚不明确。第三，系统集成与标准化缺失。尤

其在工业等复杂场景中，环保需求多样导致不同厂商的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互操作性差，形成“数据孤岛”与“技术

烟囱”［54］。企业为实施智能化改造，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成

本，用于数据清洗与系统对接，严重制约了技术协同效能

与整体节能效益的提高。

二是清洁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提高风电、光

伏等清洁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是从供给侧降

低碳排放强度的根本途径。即使人工智能技术增加了总

电力需求，若新增电力主要来自零碳能源，其导致的直接

碳排放增长也有限。因此，加速能源结构清洁化是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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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规模效应的关键举措。但这一路径在实践中面

临三大突出矛盾：第一，“绿电追赶困境”。人工智能算力

基础设施的扩张速度远快于其实际绿电消纳比例的提升

速度。到 2025 年底，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的绿色

能源占比超过 80%，但大量非枢纽节点数据中心用能依

然高比例依赖化石能源发电，清洁能源的边际减排效益

被高速扩张的规模效应所抵消。第二，资源与负荷的“空

间错配”。当前，中国约 70% 的风光资源集中在西北部，

而超过 60% 的算力负荷位于东部沿海，“西电东送”压力

巨大，长途输电的网损和调度复杂度抬高了用能成本与

系统风险。第三，电网系统灵活性与算力负荷的“特性冲

突”。清洁能源的间歇性、波动性与数据中心等算力设施

瞬间突增的负载特性叠加，给电网稳定运行带来挑战。

在缺乏足够灵活性调节资源的情况下，电网安全约束会

反过来限制清洁能源的接入，形成技术性协同障碍。

三是低碳产业体系的构建与规模化。“杰文斯悖论”中

的规模效应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人工智能行业自身高耗

能环节的直接扩张；二是人工智能提升其他行业效率所节

约的资源，被重新投入到新的高碳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引

发间接回弹效应。因此，破解悖论必须构建覆盖全经济体

系的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生态［53］。这意味着需要同步推

进两大任务：第一，发展绿色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建设全面

采用高效制冷、绿电直供等方式的绿色数据中心；第二，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钢铁、水泥、化工等传统高耗能产业

的全流程绿色化改造，并培育战略性新兴低碳产业集群。

其目标是引导生产要素向低碳领域配置，使资源节约的成

果得以巩固。当前的主要制约在于技术碎片化与系统集

成不足。传统产业工艺流程复杂，环保需求各异，导致通

用的人工智能节能模型难以精准匹配。应用多局限于单

个工序或设备的优化，缺乏覆盖“能源-物料-排放”的全

流程系统性解决方案。企业需要整合多个供应商的产品，

不仅推高了部署成本，更阻碍了能源与碳数据的统一管理

与全局优化，难以释放最大协同减排潜力［60］。

四是碳交易制度的完善与约束力。碳定价机制是将

碳排放外部成本内部化，作用于企业微观决策的核心经

济手段。通过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成本，碳价可以抑制高

碳能源需求，从而削弱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可能刺激的能

源总需求扩张，为节能效应的发挥创造市场空间。现实

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政策覆盖与核算体系的双重缺位。从

政策覆盖看，全球主要碳市场的管控范围多基于传统高

耗能行业的历史排放量划定。人工智能企业作为新兴实

体，往往未被明确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导致许多排放

量已达管控门槛的数据中心或算力企业游离于碳市场约

束之外。从核算体系看，现有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对人工

智能行业的适用性严重不足。企业广泛通过购买可再生

能源证书等方式实现财务报表上的“范围 2”排放归零，但

这掩盖了其实际依赖的电网平均排放强度。更重要的

是，模型训练、硬件制造等产生的“范围 3”排放极其复杂，

缺乏统一的测量、报告与核查标准，企业披露极不完整。

核算体系的缺失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准确掌握行业真实碳

足迹，无法进行有效监管［65-66］。

五是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形成与表达。消费者是人工

智能产品与服务的最终用户，其环境意识与消费选择构

成了重要的市场需求信号。绿色偏好会引导消费者优先

选择能效更高、碳足迹更低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同时

对高碳排放的数字消费行为保持克制。这种来自需求侧

的约束力，能直接抑制导致规模效应的非理性消费扩张，

形成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市场拉力。然而，当前绿色人工

智能发展面临 “高关注度、低认知度”的消费者认知盲区。

尽管公众对气候变化等宏观环境议题普遍关注，但对人

工智能技术本身的环境影响，特别是对其从芯片制造、模

型训练到日常使用全生命周期的巨大碳足迹认识不足。

多数消费者不了解“杰文斯悖论”的存在，无法在购买或

使用人工智能服务时作出有意识的环境友好型选择。

3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杰文斯悖论”的破解

路径

3. 1　数字生态文明的中国智慧与“杰文斯悖论”破解

机制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发展，数字生态文

明是数字技术-经济范式与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在第四次

工业革命浪潮下的系统性融合，将通过能源结构转型、全

系统效率提升、发展模式创新与治理体系优化等渠道促

进破解“杰文斯悖论”，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

系的辩证统一。

3. 1. 1　数字生态文明的中国智慧

数字生态文明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标识性

概念，不仅反映了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更体

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创新生

产要素理论、构建系统化治理路径的中国智慧。党的十

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立了

其全局性战略地位，为数智技术与生态文明融合奠定了

基础。习近平在 2021 年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

信中首次提出“数字文明”的概念，深刻揭示了数字技术

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趋势。这为数字生态文明这

一更高阶、更集成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先导。

2023 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将“数字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作为 2025 年重要目标，并将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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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数字中国“2522”整体框架，标志着该理念完成了从战

略构想、理论概念到国家顶层设计的关键跨越。同年，在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深化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

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67］，进一步指明了其核心路

径和发展目标。数字生态文明不仅要求以数字技术赋能

生态环境治理，还蕴含着以新质生产力催生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重大理论创新空间［8］。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68］，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数字生态文明作为数字文明与

生态文明时代历史性交汇的产物，体现了对传统工业文

明高消耗高排放模式的摒弃，通过对生态文明全面数字

化、智能化赋能［69］，孕育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从新质生产力构成的要素与技术-经济范式基础看，

数字生态文明还蕴含着新型生产要素与新技术-经济范

式形成的理论贡献。一方面，确立了数据要素与生态环

境要素相结合的新型生产要素基础。数据要素通过从资

源化、要素化到产品化的形态演进，驱动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推动生产力要素重组、塑造发展新动

能的关键力量［70-71］。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

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72］。通过生态

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等渠道，建立健全生态要素

价值实现路径，已成为绿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73-74］。

另一方面，数字生态文明体现了数字技术-经济范式与绿

色技术-经济范式的系统性融合。这一融合以人工智能

等颠覆性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目标导向，贯穿技术、经济、社会与制度等多重维度。

技术层面，通过数智技术与绿色技术双向赋能，优化能源

与资源利用效率。经济层面，催生数智经济、虚拟电厂、

碳资产管理等新业态，促进生态经济数字化与数字经济

生态化。社会层面，数字赋能绿色生活方式广泛形成，塑

造数字生态文化新风尚。制度层面，推动生态环境全过

程治理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1. 2　数字生态文明破解“杰文斯悖论”的作用机制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为破解“杰文斯悖论”提供了实践

框架，体现为以下 4 个方面。

一是以数字化驱动能源结构转型，破解能源高碳锁

定问题。“杰文斯悖论”在能源领域凸显的核心前提，是经

济增长与高碳能源系统深度绑定的“碳锁定”效应。历史

上，蒸汽机、内燃机的效率提升，均因能源结构以煤炭、石

油为主，而刺激了更大量的化石能源消耗。数字生态文

明建设的关键突破，在于通过数智技术赋能，推动能源系

统从依赖存量化石能源的“资源开采型”，转向开发增量

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赋能型”，从根源上降低经济增长的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比如，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进行风能、

太阳能资源的超短期与中长期精准预测，显著降低“弃风

弃光”率，提升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效率。另外，以“云-
大-物-移-智-链”等技术为支撑的“源-网-荷-储”协同

互动系统，能够实现分布式能源的即插即用、海量负荷的

柔性调节，以及储能设施的优化调度，有助于构建一个清

洁低碳、安全可控、灵活高效的智慧能源网络。

二是以智能化重塑系统效率，对冲粗放规模扩张。

工业时代的效率提升，多局限于单一设备、单一工艺或单

一企业的“单点节能”，这一局部优化效果往往会在价格

信号的驱动下，引发更大规模的生产投资与消费需求。

数字生态文明坚持系统观念，致力于实现覆盖“能源-物

料-工艺-产品-排放”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效率

革命。比如，通过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孪生，实现在虚拟空

间中构建物理工厂镜像，对生产工艺、设备运行、物料流

动进行仿真、预测与优化管理，显著降低能耗、物耗和废

品率。另外，通过嵌入传感器和物联网标识，采集分析产

品从设计、制造、使用到回收的全过程数据，推动生态设

计、延长产品寿命、促进再制造和高值化回收。这改变了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模式，从需求侧

抑制了对原生资源的无限索取。

三是以融合化催生新模式，超越线性消耗逻辑。“杰

文斯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工业文明下以所有权为核

心、以物质产品大规模消费为目标的线性经济增长模式。

数字生态文明通过推动数智技术与绿色理念的深度融

合，催生了以“使用价值”而非“占有价值”为核心的新经

济模式，从根本上改变资源代谢的路径。一方面，数字化

赋能循环经济，使其从理念走向规模化、经济化实践。基

于物联网、区块链的追溯系统，可以确保再生资料来源清

晰、流向可控，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任与交易成本问

题，激活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巨大市场。产业互联网平

台能够高效匹配废弃物的供应与需求，将传统的“垃圾”

转化为“城市矿产”，显著提升资源产出率。另一方面，数

字化催生了分享经济、服务化转型等新业态。通过平台

整合闲置资源，实现使用权的共享与优化配置，可以在不

增加甚至减少物质资产总量的前提下，满足同等甚至更

高的服务需求。

四是以体系化创新数绿协同治理机制，构建长效制

度环境。技术路径的转型离不开制度框架的同步革新。

“杰文斯悖论”的固化，很大程度上源于生态环境成本的

外部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信号扭曲与政策监管失灵。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网

络和智慧环保管理平台，为将环境外部成本精准内部化、

实现激励相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和制度创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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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监管层面，通过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传感

器与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对生态环境质量、污染物排

放、碳排放的“全天候、全地域、全过程”动态感知与智能

预警，提高监管效能。此外，数字平台还能赋能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通过量化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

并将其进行数字化确权、交易和运营，使“绿水青山”有迹

可循，更容易转化为“金山银山”。

3. 2　破解“杰文斯悖论”的中国方案：构建数字生态文明

的系统性路径

面对数智时代新挑战，必须依托系统性、整体性的变

革予以解决。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

思想为根本遵循，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以绿色新质生

产力为内核驱动，以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为制度保障，以

全民绿色数智素养提升为社会基础，以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为外部协同，解决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生态伦理困境。

3. 2. 1　内核驱动：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从源头上强化

节能效应

为壮大绿色新质生产力并激发其内生节能效应，需将

绿色化、低碳化深度融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战略性技术

发展全过程，推动一场覆盖底层创新、产业融合与生态构

建的绿色技术革命。具体路径如下：一是深化算法与硬件

的效率革命，筑牢绿色创新基础。在软件层面，重点发展

以绿色为导向的人工智能技术，着力突破轻量化模型训

练、稀疏化计算等关键算法，从源头降低算力需求。在硬

件层面，前瞻布局光子计算、存算一体等颠覆性架构，推动

计算模式根本性变革。同时，推广先进散热技术，规模化

应用于数据中心，并引入 AI 自优化系统实现能耗的精细

管控。为促进技术落地，应构建国家级研发转化平台，贯

通前沿研究、工程化与大场景应用。建立严格的“算力能

效”标准与准入机制，以标准引领产业绿色转型。二是推

动数智技术与绿色技术深度融合，赋能系统性降碳。打造

跨领域协同赋能平台，促进人工智能与数字孪生、5G、区

块链等技术融合创新，在能源、制造、交通等重点领域形成

系统级节能解决方案。三是构建自主可控、韧性强的绿色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实现全链条能效协同。通过组建国家

级创新联合体，有机整合芯片、算法、算力、应用等关键环

节，形成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场景落地的创新闭

环。在此基础上，建设真实场景验证平台，提供一站式能

效评估服务，加速绿色技术的商业化应用——这相当于为

新技术、新产品提供面向市场的“试练场”与“体检中心”，

助力其快速成熟并获得市场认可。

3. 2. 2　制度保障：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有效抑制规模

扩张

构建适应性生产关系，完善约束与激励机制，将人工

智能发展导入绿色轨道，抑制碳足迹规模无序扩张。一

是健全人工智能碳核算标准体系并稳步纳入碳市场。精

准管理的前提是精准计量。需要多部门协同，加快构建

覆盖芯片制造、模型训练、部署推理等全生命周期的 AI 碳

足迹核算标准体系，建立以“单位算力能耗”“单位参数碳

排放”为核心的基准方法学，并利用区块链等技术确保绿

电溯源与碳数据可信度。在此基础上，采取“试点先行、

稳步扩大”的路径，逐步将大型 AI 企业及数据中心纳入全

国碳市场，利用市场信号引导资本流向绿色 AI 领域。二

是优化“东数西算”布局与创新“算电协同”模式。这是从

空间与能源结构上化解悖论的关键举措。需进一步优化

国家算力网络布局，强化在西部可再生能源富集区建设

国家级智算枢纽，并通过高速网络引导东部算力需求西

迁。同时，大力创新“源网荷储”一体化和“绿电直供”模

式，推动数据中心与新能源电站直接对接，并通过政策支

持提升存量数据中心绿电使用比例。其核心是打破体制

与技术壁垒，构建一个数字化、可视化的绿色能源价值

链，实现算力增长与清洁能源发展的协同。

3. 2. 3　社会基础：培育绿色 AI 应用风尚，激发需求侧

牵引

培育全民绿色数智素养，引导形成绿色低碳的消费

与应用风尚，是从需求侧出发抑制非理性规模扩张、形成

良性社会反馈的重要一环。一是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绿色 AI 素养教育体系。将绿色 AI 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教

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乃至社会教育进行全程设计。

利用数字平台、VR/AR 体验馆、科普短视频等多元形式，

向社会公众生动展示 AI 的能耗特性与绿色应用潜力，提

升全社会对“数字碳足迹”的认知。二是创新机制推动绿

色 AI 应用普及。通过设计“碳积分+绿色信用”等激励机

制，将个人使用绿色 AI 应用产生的减排行为可视化、价值

化，并与公共服务权益挂钩。同时，优先在智能家电、智

慧交通、社区环保等高频生活场景推广绿色 AI 应用，以实

际体验改变公众生活习惯。将绿色 AI 应用普及率纳入智

慧城市评价体系，并建立应用质量认证制度，确保其安全

有效，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的良性市场化关系。

3. 2. 4　全球协同：引领人工智能可持续治理，贡献可持

续发展智慧

应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改革，推

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数字生态文明。首先，

推动建立全球互认的算力碳足迹规则与协作网络。倡导

并参与制定国际通用的 AI 能效与碳足迹评估标准、核算

方法学，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支持建立可信的全球算力碳

足迹监测平台。推动各国研究机构共建可持续 AI 算法开

源社区与联合实验室，促进关键节能技术的全球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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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系统总结并推广“算电协同”与产业价值网络重塑

的中国经验。探索将“东数西算”工程中优化算力空间布

局、促进能源清洁化的成功实践，上升为“绿色算力伙伴

关系”国际合作倡议，携手“一带一路”沿线可再生能源富

集地区共同规划建设绿色算力枢纽；积极倡导构建以碳

效率为核心的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与价值链，探索基础

模型共享、绿色人工智能服务溢价、碳足迹追溯等新型商

业模式，将环境效益切实转化为产业链绿色竞争力。最

后，积极参与引领全球绿色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在全球

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内，推动设立绿色发展专门议题或常

设工作组，形成涵盖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与市场规则的多

元共治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可通过分享在碳市场建

设、绿色电力交易、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布局等方面的实践

经验，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可落地的系

统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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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for re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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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the “Jevons Paradox” 
from the First to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s, delineating four progressive stages (1.0 – 4.0) and proposing a new form of the 
“Jevons Paradox”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pecifically,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gave rise to Jevons Paradox 1.0, 
characterized by the core relational elements of “steam technology-coal application.”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saw an evolu⁃
tion into Jevons Paradox 2.0, defined by the core relational elements of “electrification-diversified energy sources.” The Third Industri⁃
al Revolution ushered in Jevons Paradox 3.0, centered on the core relational eleme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globalization of ener⁃
gy consumption.” In ligh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a comprehensive green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Jevons Paradox 4.0,”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arbon emissions as its core rela⁃
tional elements. By integrating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Marx's theory of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Schumpeter's theory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Perez's theory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shift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lack of synergy within techno-

economic paradigms serves as a structural driver of the “Jevons Paradox,” while the structural mismatch between techno-economic para⁃
dig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stitutes the institutional root of its persistenc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the intensity and effica⁃
cy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proportion of clean energy in the power 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and scale of low-carbon in⁃
dustrial systems, the robustness and enforceability of carbon trading mechanisms, and the 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of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s. Adhering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Economy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fundamental princi⁃
ples, this study further elucidates the Chinese wisdom embodied in the concept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landmark concept 
with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study posits tha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esolving the “Jevons Paradox” can 
be provided through the digital restructuring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intelligent offsetting of scale effects, integrated promotion of para⁃
digm shifts, and the systematic innovation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Building on this,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proposes a Chinese so⁃
lution for addressing the “Jevons Paradox”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ncompa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new quality produc⁃
tive forc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atible new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cultivation of a green AI-driven social ethos, and active par⁃
ticipation in and leadership of global AI governance.
Key words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evons Paradox; Chinese wisdom; Chines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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